同里米业史话
王稼冬
我县西滨太湖，水土肥沃，物产丰饶，素称鱼米之乡。然从传统产业说，产品自给有余而能大量运销外地者，当以盛泽从绸，震泽之丝，同里之米最为著名。同里米曾是旧上海主要食米之一，每年运沪总额达四十万石之多，全盛时期的同里米行业，是旧吴江县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对地方产生过一定影响。为此概述抗战前盛极一时的同里米行业。以供编写我县商业史的参考。

同里米行历史悠久，嘉庆十六年（1811）《同里志》记载，当时已有七十二家米行，可见盛况。据米业世家老前辈说，从嘉庆时七十二家小米行，减少到抗战前的八家大米行，是一个漫长的相互竞争、吞併的过程，也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其结果是米行的资本私营业总额都空前扩大了。

1938年前相当长的年代里，同里镇共有源丰、大丰、东广丰、西广丰、协丰、正丰、福泰、萃泰等规模较大的八家大米行，还有周瑞和、张晋亨两家小米行。

经营米行，不论规模和独资或集资都必须先向官署请领“牙帖”（营业执照），牙帖规定米行除应缴税款外，拥有收购、贮存、加工、运销四方面的合法经营权利。因此米行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从米行趸买一批已加工的食米，转手另售获利的米店。

1、 米行业的四大任务

收购是米行的基本任务，稻谷都由远近农村水运而来，加工后运销到上海，也靠水路。故米行都开设在镇梢水路畅通的水口沿岸，并设有宽阔的码头，以便粜米船可以依次停靠，分别进行交易。这种水码头就称为“行场。”如镇西的协丰米行，厂房新建完备，行场有十二间宽，盖有屋面。就能同时和十二个以上粜户做生意。其过程是：粜方提供米谷样品（绝大多数是糙米），米行专业人员按各种质量和行情喝价，粜方同意后即用栲栳掮上岸，经米行用官方检验烙印合格的量具（斛子）过斛计数，再由米行工人掮运入仓，粜户凭双方结算数字领取货款，交易结束。收购每日进行，来者不拒，但绝大多数在上午。凡是新谷登场农民将完粮（田赋）或缴租（地租）季节，到货最旺，米价较低，米行皆全力以赴，大量收购，多多益善。因此米行必须拥有巨额资金、流动金，巨大的厂房仓库，加工设备和一系列各有专责的经营管理人员。

米行的贮存，一般认为是聚少成多，分门别类入仓保存，仅属加工运销前的暂时现象，其实还是米商利用行情信息，见机行事，甚至屯积居奇以获取更高利润。一般规律，米行利用新谷登场与青黄不接两个时期的米价差距，和上海米价同里米价的差距以获取正常利润。但每逢天灾、歉收、战争，特别是上海食米到货不足。供应紧张时，米价上下较大。因此同里米行都在上海租有仓库，以便随时存贮，伺机抛售，掌握主动权。相传1924年“齐罗战争”时，上海对外交通多所梗阻，米价上涨，而同里去上海的水路畅通，同里各行获利倍增，唯独当时担任庞氏所有三行经理的钱某某过于乐观看涨，迟迟不把存在上海仓库的几万石白粳见机售出，结果战争很快结束，米价回跌，眼看可以到手的三万多元利润，顿成泡形。从而被迫引咎辞职，成为同里米行中投机失败的严重教训。

加工，主要把糙米加工成白米。在出现碾米机之前，米行都雇用大量舂米工人，用原始工具石臼石杵打成。后来普遍使用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机（同里第一家购置的柴油机在1889年），碾米机需八匹马力，四十匹马力柴油机可拖五台碾米机；如同时收购稻谷，则兼有砻谷机，亦由柴油机带动。碾米要求也有精粗之分，如出口米，一般要求达到精白程度；如需加工成松软而出饭率高的“冬双米”，还需进一步入囤，经过适当的发热处理。

运销，百分之九十运销到上海。是当时之百万人口的上海市的粮食主要来源之一。故以报道商情为主的《新闻报》行情专栏，每天有同里米的米价信息，价格略低于常锡白粳，最受上海为数众多的“包饭作”的欢迎。平时因物价平稳。米价浮动甚微，但米价信息始终成为米行经理想方设法获取的情报之一。

运输工具，都是能装三百石左右的大木船（俗称上海船，船主一家都在船上生活工作，不雇外人），船上有三道篷，行驶较快，当天抵达上海。这是船主和米行长期合作，相互依赖，彼此有利的形式。从每年运销总量计算，共要一千五百船次才能完成。因此每天都有这样的船在装货待发，或刚从上海返回。米船的每个来回，都能从上海带回某些商品货物，成为沟通同里与上海的渠道之一。当时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同里人，严宝礼先生，在与上海头号闻人，三北轮船公司董事长虞洽卿长子顺懋合办交通广告公司的基础上又经营同懋米号，采用内河轮船和铁驳直接经销同里米，优点很多。但因抗战爆发，未能推广。

米船到上海后，即由随船押运人员或米行在上海的委托单位，利用电话或无线电报向米行请示报告。米行经理根据商情或形势作出决定。另一种运销方式是同外地米行横向进行的，是同行间调剂性质。如外地某行，收购量多，库存饱和，加工能力低，于是委托经纪人（掮客）带样包出售糙米。某些资金和条件优越而收购暂时短缺的米行，就往往通过掮客在同行手中买进大批糙米，以满足加工运销之需。但对同里大米行说来，只有买进，极少卖出。

同里米行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经营能力，资本充足（一般资金都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间）；流动金多（每行十万至二十万元）；厂房、仓库、加工设备等物质基础优越外，还有善于经营管理和喝价比较公允。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和信誉，以致远在嘉善、青浦，近在昆山、吴县及本县一些乡，都近悦远来，争到同里粜米。因此，同里米，并非全由同里或吴江一地农村所产，实际上由于历代影响的原因，同里早已成为江南米行集散地和加工中心之一。米行也并非同里一地才有，我县芦墟、松陵和青浦、吴县也都有颇具规模的米行。但如此集中，营业影响和总额如此巨大，米行专业人员占全镇职工总数比重之大，都是远近无与伦比的。因此拥有三家大米行的同里米业世家庞氏家族代表庞琴声（秀才），业西医长期担任吴江县商会会长，还分别被江苏省商会和上海米行公会选为委员等职务，可见同里米业的社会影响。

一万多同里居民的食粮、商业用粮，也由当地米行供应；四乡农民食粮和饲料只由米行代加工，并部分供应油坊原料油菜籽等。但这些营业额，还不到运沪销售总额十分之一，不占重要位置。

2、 同里米行业对地方的影响

抗战前长期兴旺发达的米行业，除了直接造成米行老板日益富有之外，还有以下影响：

1. 繁荣地方的积极因素。据几位米业老人回忆计算，每年约有二万船次到同里来粜米，每船平均以四人计算，平均每天就有二百多农民因粜米在镇上停留，他们绝大多数要上饭店、上茶馆、吃点心，采购货物或修理农具，这是同里商业繁荣（抗战初期有624家商店）特别是服务性行业异常兴隆（如茶馆就有十八家）的主要原因。地方富裕，米行发达还促使金融事业的发展。如原有同益、晋丰、长丰三家钱庄、金城、江苏省农民两家银行外，实力雄厚，有发行钞票权的中南银行也确定在同里增设分支机构，仅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2. 造就了大批米行业人材。全镇米业职工，约五百余人，其中职员都由每年招收的学徒中按业务能力、年资升充，他们都是米业经营管理行家。以致外地米行都愿聘用同里米业职工。同时还产生了善于经营的米业资本家。如拥有三百多职工的苏州三丰米行，并营油坊，规模之大为江南第一。就是同里人张、庞两家上代在同里开米行致富后，扩大经营再到苏州办三丰米行的。后来到三十年代中期，两姓都想挤掉对方独占利润的斗争爆发了，张姓取得胜利；但庞姓复在三丰附近筹设规模匹敌的德丰米行油坊。两行高级职员不少是同里人。

3. 促使地方生产进步的因素。同里米行的加工设备，动力机和碾米机，是同里有近代机器、近代工业之始。同里第一家电灯厂，就是在任家璧（字连城日本留学生）开设的福泰米行的柴油机上带动发电机发电照明的，同里第一只电话交换机也由该行与任氏老宅（亨复堂）、新宅（退思园），三元桥费宗藩（字君屏，美国留学生）家几户首先装成通话的。据任孝胥（连城长子）先生说，其时在清末，为我县最早的电话装置。后来办起较有规模的发电厂、电话局、轮船公司以及私人拥有汽油船以代替原有的帐船都离不开米业的提倡和支持。又如大丰米行还购置价格昂贵的英国万能车床，成为同里机器修造行业的幼苗。

4. 对同里防务、公益救济的贡献。抗战前比较富裕的同里镇，长期受到太湖土匪的威胁，湖匪人数众多，横行一时，匪首太保阿书，伪号天下第一军，曾洗劫江浙等地（浙江桐乡濮院亦遭洗劫，因同里重视地方防务，湖匪终未得逞）。先后组成了商团、民团（义务性质）以及招幕的保卫团、守望所等的枪弹给养，米业负担最多。

又如消防器材的添置和更新，修桥铺路，寺庙的修缮，建造米业公所（为米业上层聚会和娱乐之所）以及平时济贫（发米票），冬季地方办有施粥厂，都承担了义务。

三、同里米业的衰退和消失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到上海，冬季日寇在金山湾登陆，同里居民纷纷避难，地方真空，米行未受损失。翌年4月因田岫山袭击同里日寇引起了日援军的杀人放火。仃业了一段时候刚好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打算复业的同里米行中，福泰米行被全部烧毁，大丰亦被烧掉一半，有的米行看守职工被日寇枪杀，又一次引起逃难。同时固有的运销体系，由于米船被掳，被劫，船主被杀，或日伪层层设卡，敲诈勒索，水道梗阻等原因而彻底瓦解，因而妨害了同里米行的复业。代之兴起了几十家小米行，但营业总数很小，表明同里米业的衰落。如协丰米行竟把厂房都拆卖了，东广丰、正丰则变为单纯的碾米厂。抗战胜利后，同里的米业资本家仍然意图重新振兴同里米业，然而直到解放之前，都无法挽回日益衰落的趋势。

解放以后，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粮食必须统购统销的政策。私营的米业从此消失。盛极一时的米业，虽已成为历史，但同里大批米业专业人员，都成为各地的国家粮食系统的骨干力量，不再为资本家效劳，而开始为人民作出贡献。
